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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川陕苏区时期高度重视干部人才的培养，彭杨军事政治学校和红军大学是两

所培养军事、政治干部的重要学校。彭杨学校建立于 1933年 2月，注重革命理想信念的

教育，重视发动下层群众的积极分子进入学校学习，重视军事政治理论与斗争实践相结合；

1934年 11月，红军大学与彭杨学校合并后建立了新的红军大学，成为苏区后期军政人才

培养的关键。两所学校培养了大量的坚持党的理想，军政知识兼顾，注重实战演练，心系人

民群众的军政干部，适应了战时体制，成为川陕苏区开展军事政治斗争的重要力量，其干部

培养模式和艰苦的办学精神对今天亦有一定借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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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陕苏区时期，学校教育是培养苏区干部人才的主要形式之一，其中培养军

政干部的学校有彭杨军政学校和红军大学，对此研究有助于深入认识川陕苏区的

艰苦斗争历史和革命成功经验。目前关于这两所学校的研究还不深入①，相关的

史料记载散见于党史资料、地方志、文史资料及将帅回忆录、传记等各类资料，

缺乏完整系统的认识，部分史实记载或学者观点也不尽一致，难窥两所学校办学

的真实状况。故而，本文拟系统梳理相关资料，全面认识川陕苏区的彭杨学校与

红军大学的真实状况，并对当今的干部培训事业有所借鉴。

1933 年初川陕苏区建立后，在严峻的斗争形式下，为了提高红四方面军的

政治、军事素质，保持红军的战斗力，急须补充大批政治干部和军事指挥人才，

因此，大力开办干部学校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，也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：“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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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的军队，是愚蠢的军队。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。”[1]尤其在通南

巴解放后，苏区红军在数量上迅速扩大的同时，建立一支有文化知识的红军干部

队伍显得尤为重要。只有这样才能担负起保卫和建设苏区的艰巨任务。彭杨学校

和红军大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的。

彭杨学校是彭杨军事政治学校的简称，是以彭湃、杨殷两位革命先烈的英名

而命名的专门训练军事干部的学校。中国共产党曾建立了多所彭杨军事政治学校
②，1931 年 5 月鄂豫皖时期曾建立了彭杨学校，校长蔡申熙，于红四方面军撤出

鄂豫皖后停办。

关于川陕苏区彭杨学校的建立时间，据《通江县志》记载，彭杨学校开办于

“1933年 2月上旬”，[2]702 据《通江苏维埃志》记载，1933年 2月 1日开始筹建，

建校基础为“原随营学校”，“上旬在通江城正式开学”。[3]另据南江县苏维埃

政府1933年 2月 15日翻印的《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

的决议》记载“建立较完备的彭杨学校，输送好的同志和干部到彭杨学校去。”
[4]该文件中明确提及“彭杨学校”，从此可见彭杨学校于1933年 2月开始筹建或

已建立。

1933 年 6 月 23 日《中共川陕省党第二次大会组织问题决议案》明确指出

彭杨学校是“培养红军下级政治干部，党应多输送党、团员和积极工农去彭杨学

校学习，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。”[5]85 同日，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二次党

员代表大会通过的《目前政治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党的任务》中指出：“建

立彭杨学校，训练大批军事政治干部。”[5]931933 年 6 月 28 日，木门军事会议决

定：加强政治工作与军事训练，“恢复彭杨干部学校。”[6]298 一些文献或著作据

此认为彭杨学校建立于1933 年 7月③。笔者认为此处的“建立”是主要是在反三

路围攻后，红军干部缺乏的情况下，强调彭杨学校的作用，并有完善办学、扩大

规模之意。依据为：1933 年 7 月 6 日，《干部必读》第 21 期记载彭杨学校“第

二期即将开学”，“彭杨学校布置已妥”[7]1501，且第一期培训应有一定周期，第

一期招生工作也于 2月中旬开始[7]1472，另据女红军蒲国志口述回忆“1933年元月

下旬，德胜区苏派我去通江“彭杨学校”学习”，[8]故笔者推断 1933年 2月建校

较为可信，第一期培训肯定在 1933 年 7 月前，应在 2 月下旬至 6 月之间。

彭杨学校建立后迅速开始了招生工作，1933 年 2 月 16 日，川陕省苏维埃机

关报《川北穷人》第 9期发布了《彭杨军事政治学校招生章程》。章程详细规定

了入学资格：成分为“贫农、雇工、手工业者以及忠实可靠的中农”，年龄为“18

岁以上，25 岁以下”。同时规定“不收学费，学校供给膳宿”[7]1472。各区苏维埃



负责报名和转送学员至彭杨学校。该规定从学员成分、年龄、收费等方面保证了

彭杨学校的办学是密切联系群众的，学员有较好的中下层群众基础，苏维埃在学

员的选拔中起了重要的作用。

该《章程》内容有三个特征：一是充分体现了革命深入人心的趋势，有效的

推动了招生动员，如其中提到宣传马列主义的有“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!学习使

用我们的武器!好与我们的敌人作长久的战争!”二是以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为指导，

如“准备我们的武装!放下我们的锄头，放下我们的镰刀”，走进彭杨学校，“拿

起我们的刀枪!好与我们的敌人作长久的战争!”三是明确了办学宗旨。如彭杨学

校是“培养工农干部的地方”,“学习军事政治的机关”，“实习工作的试验场。”
[7]1471

彭杨学校主要为红四方面军培养政治干部人才和中下级军官，直属于红四方

面军总政治部领导，倪志亮、李特先后担任校长，政委由总政治副主任傅钟兼任，

教育长先后有李特、吴展。学校初建于离通江城五里公处，不久，迁至红江县涪

阳坝，1934 年春又迁至赤北县苦草坝特别区得汉城的高鼓楼。

彭杨学校的教学组织分政治和军事两队。政治队学员多从部队优秀党、团干

部中抽调，学制 8个月；军事队学员多是部队班长以上干部，少部分学员招收的

青年积极分子。教员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和军事水平，一般要求团参谋以上的干

部才能充任。政治课由张国焘、陈昌浩、张琴秋主讲；军事课由军事教员轮流上

课。学制半年或一年，但也有因战事需要提前毕业或直接调到部队任职的。

1.政治队教育：一般抽调部队中共党员和工农中学优秀学员入校学习，毕业

后派到连队担任政治指导员，学习课程主要是“政治”，讲授“党章、党的最高

目的、最低目的、第三国际、听取有关马列主义理论的报告”，[9]24 其次才是军

事课和文化课。军事训练与军事班内容相同。

2.军事队教育：从部队选拔班长以上干部或觉悟高、立场坚定、革命意志坚

强的工农积极分子，经苏维埃政府介绍参加学习,“主要是学军事”,[9]25 课程开设

有军事、政治、文化，军事课有打野操，讲战略要点、步兵操典、军事问路、山

地路道、桥梁、地形、瞄准射击、装退子弹、投掷手榴弹等，注重实地演习。

3.文化课教育：军事队、政治队的政治课和文化课学习内容相同，只是军事

队的文化课学习时间安排较少；文化课由文化教员和各排排长负责指导，另选一

名识字班长，每天负责教会 10 个生字，识字教育抓得很紧，每周测验一次，不

会写，不会认的要挨批评。学习好的当场表扬，还发给手巾、笔、习字本、奖旗，

以资鼓励。每天早晨出操、收操和晚上点名都要。[9]24 另外，学校还有唱革命歌

曲，星期天俱乐部举办军人大会等文体活动。



倪志亮作为彭杨学校的校长，高度重视彭杨学校的办学政治方向和教学组

织。1933 年 7 月 9 日，校长倪志亮在《为什么要创设彭杨学校》一文指出彭杨

学校“要使每个干部锻炼的似钢一般坚硬之决心，而去做个列宁主义的继承者”，

并指出彭杨学校工作上之缺点与错误，“尤其在政治领导上比较弱”。[10]同时，

倪志亮亲自抓实学校的教育方针、教学内容及教学计划，经常亲自授课，和学员

一起操练与实战演习。在严格管理下，彭杨学校为红四方面军输送了大批军政人

才。

第一批毕业学员“有300余人”[9]24，分配到连队担任连排级干部。第一期培

训完成后，紧接着开始了第二期培训，此时正值根据地发动仪南、营渠、宣达三

大战役前夕，随着根据地的扩大，急需军政干部人才。到 1933 年 7 月，彭杨学

校“第二期布置已妥”，“设备较前期完善很多，但学生只到百二十三人”，“各

军各师除四军及三十军之三十团与九军之三十六团外，其余多未按数送来”，同

时指出“各部对训练干部尚缺乏应有决心”。[5]15011933 年 8 月 23 日，陈昌浩在

《培养干部的提案》中指出彭杨学校“第二期已在开办，人数已有二百六十人，

成绩尚好，三个月毕业”。[11]48 地方上各县积极性很高，如 1933年 6 月，彭杨军

事学校分配给南江200 名学员名额，经积极选荐，最后“选出了100余名优秀青

年，大多是党团员，年龄在 18-23岁”，由方面军总政治部派干部杨波凌前来接

到通江学习，以后一年多时间里，县委输送学员“总计在 300 名左右”，[12]116 这

些学员大多成长为军事政治人才。

第二期培训 1933 年 10 月底结束。10 月 31 日，倪志亮在《彭杨学校第二期

工作概况》指出“加紧培养工农军事政治的干部人才来充实与扩大红军和地方武

装中领导与指挥的力量”,是彻底粉碎国民党的五次“围剿”主要的工作之一，

可见第二期培训是极为关键的。第二期培训有两个特征：一是学生具有良好的革

命理想信念。学生都是“农村中基本群众”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都有斗争历史，

并且已经接受共产主义的洗礼，具有斗争决心；第二，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作用，

洗刷了少数阶级异己分子及不良分子，“克服了一切不正确的倾向”，因此，“虽

然这期学生数量上很少，所受训练期间也很短，”[7]1546 但是终能取得成功。

倪志亮也明确指出了第二期培训的不足：第一，学校设施不完备，工作人员

太少，对于教材与时间也没能按照原有计划充分实施，讲授时启发性太差。第二，

在管理上缺乏耐心，以至于农村学生对于有规律的学校生活，感觉到枯燥与严厉。

第三，学员的考查、选送不严格，“使少数地主、富农混入”等。[7]1546

由于资料的限制，以往资料多认为培训只开展了前两期，较少提及第三期培



训。1933 年 8月，陈昌浩指出“第三期不久即开始准备，要扩大到六百人内外，

并拟设高级班”[11]48。1933 年 12 月 6 日第 27 期《红军》报登载《彭杨学校第三

期开学，庄严热烈的盛大开学典礼》，“在第三期学生尚未到校中，提早于前日

“举行盛大的开学典礼”，会场“布置得非常庄严热烈，各机关均有代表参加致

词”[13]。学员要求学习军事、政治的热情很高。可见，第三期培训于 1933 年 12

月 4 日进行了开学典礼，但第三期培训详情记载较少。1934 年春五月，红军将

彭杨学校迁驻得汉城，“时有学员 130 人，编为三个排。”[2]702 刘瑞作诗《通江

得汉城》写到“川苏置腹心，彭杨训基干”，[14]对彭杨学校在得汉城办学经历予

以肯定。

彭杨学校的学员学习都很刻苦，纪律性强，由于得汉城设立的红军机关多，

住房极为困难，学员自己平整土坝、砍树、割茅草、搭棚子，住的是茅屋，睡的

是树条绑的大铺。教室设在高鼓楼，上课坐的是土砖，尽管学习条件很差，但学

员学习劲头十足。

除学习外还要参加劳动、打仗。在艰苦的军事斗争中，学员随时要准备战斗，

打起仗来很勇敢，如在一天夜里土匪偷袭得汉城，全体学员奉命出击，“把匪首

李宗品的扇子队打垮才胜利回营”[9]25。再如长赤县沙溪学员王朝品，“学习中途

被派到部队任连长，在万源保卫战中英勇牺牲”；巴中彭杨学校政治教员徐茶华，

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留学苏联，1931 年回国，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，

1932 年随红四方面军入川，在彭杨学校任教，1933 年 3 月 8 日在南龛坡战斗中

光荣牺牲。[9]25

南江县关坝乡元山观杨姓人家有个16岁的青年，家里只有60多岁的双亲。

区委书记杜茂科动员这名青年入彭杨学校，但二老却说:“我们就靠这娃儿吃饭

罗!”后来该青年被成功动员进入彭杨学校学习，关坝乡苏维埃把两个老人的柴

水等全部包下来，老俩口安度晚年，儿子学校毕业也参加了红军。[12]116

关于红军大学的记载见于地方志、文史资料和党史资料中，围绕建校基础和

时间问题，相关记载或学者认识不尽一致，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：

《旺苍县志》对此有两处记载，且不一致。一处为：民国 23 年（1934 年）



11 月中旬，彭杨军事学校迁旺苍五峰灵溪寺，并改名为“红军大学”。[15]594 另一

处为：民国 22 年（1933 年）红军在五峰山古刹灵溪寺内设“红军大学”[15]602 由

于 1933 年红四方面军总部尚未迁至旺苍，可见第二处明显错误的。

《旺苍文史资料 第 14 辑》记载：1934 年，川陕革命根据地党政军机关相

继由巴中迁到旺苍，其中“彭杨军政学校驻旺苍城郊灵溪寺。并于 12 月改名为

红军大学”。[16]

《广元县志》记载：1934 年 10 月。红四方面军“彭杨军政干部学习”迁到

旺苍坝，同年 12 月，改名“红军大学”。[17]

《蜀门红旗——川陕苏区广元史略》认为：1934 年 9 月，彭杨军事政治学

校由通江迁到旺苍坝灵溪寺,同年 12 月更名为“红军大学”。[18]178

《中共党史人物传》（第 55 卷）记载：1934 年 12 月后，彭杨学校“扩编

为红军大学”。[19]

《中国红军发展史》认为：1934 年 8-9 月间，在四川巴中县青冈坡，将彭

杨军政学校改成红军大学。[20]

《红军人物志》记载：彭杨军政学校于 1933 年 8 月改为方面军红军大学。
[21]

《历史的回顾(中)》记载：清江渡会议后，彭杨干部学校改称“红军大学”。
[6]386

另有学者撰文认为：1934 年 12 月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将红四方面

军彭杨军事政治学校扩编为红军大学，[22]校址在旺苍城南的灵溪寺。

《四川省志●教育志(上)》记载：1933 年 7 月前后，红四方面军兴办了红军

高级军事学校，后“改名红军大学”。[23]

《革命文化制度探索●中国苏区教育研究》认为：红军大学的前身是“红军

高级军事学校”，于 1933 年 3 月在通江城成立，1934 年迁到赤北县，“正式改

名红军大学”。后彭杨军事学校也并入红军大学。[24]

《简明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》认为：1933 年初，红四方面军在川北通江

县恢复了原来在鄂豫皖苏区创办的红军大学和彭杨军事政治学校。1934 年红四

方面军西征，这两所学校“合并为红军大学”。[25]

《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九十年》认为：红军大学“原称红军高级军事学校”，

“于 1933 年 3 月在通江城文庙成立，迁赤北县得汉城后改称红军大学”。1934

年与彭杨学校合并后迁往旺苍坝灵溪寺，“吸收了近 1000 名青年入学”。[26]

《战旗飘飘无往不胜——徐向前元帅在红四方面军》（红四方面军战史办公



室撰写）认为：1934年 11月，“在巴中清江渡，成立了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，”
[27]开始正规地大批培训干部。

《川陕苏区教育史》认为：1934 年 3 月中旬，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在通江

城文庙，“创办高级军事学校，后迁得汉城更名红军大学”，直属西北革命军事

委员会领导，反六路围攻开始，红军指挥部迁洪口，红大随指挥部迁驻洪口张家

坡。1934 年 12 月上旬，“彭杨学校与红军大学合并，”[9]25-26 总称红军大学。

《忆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》（徐深吉回忆）记载：彭杨军政干部学校和方

面军总指挥部教导大队，合编为方面军红军大学校，“1934 年 11 月中旬，“红

大”在巴中县清江渡成立”[28]160，校长由倪志亮兼任，副校长兼教育长李特。由

于徐深吉为红大教师，故此资料可信度较高。

综上，根据多方资料，笔者认为红军大学的建校基础不仅仅是彭杨学校，应

还有红军高级军事学校或方面军总指挥部教导大队。另据1934年12月15日《干

部必读》第 98 期确切记载，“红军大学已开学”，“现正在加紧工作”，[11]224

但具体开学日期不详，内分高级班、教导队、初级班、政治班及特种兵器班。同

时结合徐深吉的回忆，笔者推断：1934 年 11 月，彭杨军政学校与原红军大学或

方面军总指挥部教导大队在巴中清江渡合并，建立了新的红军大学。之所以有诸

多资料记载红军大学由彭杨学校“改名”而成，其原因有：一是彭杨学校主要培

养基层军事政治干部人才，招生规模较大，在根据地发动了广泛的招生宣传，信

息流传较多，基层影响较大，容易被多种资料记载，尤其是回忆性质的文史资料

和地方志。二是红军大学主要是培养高级军政干部人才，人数不多，在战时乃至

解放后都为严格保密性质，故其记载资料较少。三是结合前两者因素，多数党史、

地方史志资料编辑中相互借鉴较为普遍，以至于资料在转载辑录中较多出现红军

大学是由彭杨学校“更名”的记载。

红大第1期学员为彭杨学校和方面军教导大队的学员，设有“高级班、中级

干部队、军事连、政治连、特科队，每队(连)100 余人”，中级干部队是由教导

大队编成的，徐深吉以总指挥部参谋的身份负责中级干部队的课程教学。1934

年底，方面军后方机关转移到广元县旺苍坝(今旺苍县城)。1935 年 1 月，“第 1

期学员毕业”，[28]160 倪志亮、李特也调离红军大学。

红大“第 2 期于 1935 年 1 月在旺苍坝开办，”[28]160 张国焘兼任校长，徐向

前、陈昌浩兼任副校长，徐深吉任军事主任。第二期有 1 个中级干部队，“下辖

四个排，全队 170 余人”[28]161。2 月中旬，在旺苍坝由王树声、李特亲自组建了

总部直属“水兵连”，[29]以红军大学“中级干部队第 1 排和第 30 军、第 31 军教



导队各一个排组成”，“连长杜万荣”[28]161，全连四个排，16 个班，战士们冒着

二月严寒到歧坪、元坝等地训练，在后来渡江中发挥了先锋和桥梁作用。

通江洪口是红军大学重要的办学地点之一，此时红大“有学员 90 人，编为

三个排，着青色服装，八角帽，骑战马，挎手枪，装备精良。”[9]26 学员是从部

队中抽调有实际工作能力和战斗经验丰富的师团级干部入学深造，学制半年，也

有因工作需要提前毕业，或直接派到部队指挥作战。如战斗中指挥人员不幸阵亡，

就由红大学员去代理，直到战斗结束。

红军大学学员主要学习“制式教练、技术训练、战术训练、政治教育”四个

方面的内容。高级班、中干队、军事连、教导连、特科队、特别班“以军事训练

为主”，政治队“以政治学习为主”。训练方针注重从部队实际需要出发，理论

联系实际，学以致用，“智勇坚定、排难创新、团结奋斗、不胜不休”实际上是

红大的校风。[28]161

苏区各地广泛发动青年进入红大学习。1935 年 1 月 13 日，“陕南发动青年

学生近一千人，”为红军大学输送了新鲜血液。张国焘、陈昌浩在接见这批青年

时说：“你们都是有知识的学生，从今天起你们就是红军大学的学生了”。[9]26

林英安、张琴秋等都曾到红大学习，据红大学生牛富海（建国后任重庆市教育局

局长）回忆：红 91 师政委林英安打了败仗，离职学习，组织任命我代理政委，

“林在红军大学学习 40 多天，又回到部队”，张琴秋“调到红军大学白区工作

训练班学习，毕业后分配在西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队任队长。”[9]27

苏区领导人张国焘、徐向前、陈昌浩等都在红军大学讲过课和作过报告，指

挥部高级将领担任教官，分别讲授党的建设、红军政治工作、步兵作战条令。徐

总除讲课外，“还亲自指挥学员进行实战演习和总结作战经验”，经徐总批准，

“指挥部警卫营归红军大学指挥，进行实战演习”。[9]26 给学员们以极大鼓舞，

也体现了川陕苏区对红军大学的重视。川陕省苏维埃副主席余洪远同志也回忆

到：“红军总部张国焘、陈昌浩，还有袁克服、熊国炳常去，向前也去，他们还

讲课”。[9]26

徐向前认为培养部队的过硬作风，其关键在于干部。“只有不能打仗的官、

没有不能打仗的兵。兵是干部带出来的，有什么样的干部，就会有什么样的兵”。
[30]徐向前很重视红军大学教学，并注重教学方法，有一期学员快毕业时，徐向前

同志亲自到校对学员进行口试。徐总问学员们：“我们在战场上捉住敌人，是杀

还是不杀？”有的学员回答：“要立即杀掉。”有的说：“不该杀。”于是展开

了一场大争论，徐总亲切的说到：“为了有利于瓦解敌人，我们不应该杀掉俘虏，

相反，还应该优待他们才对。这样敌人中对抗的力量就会减少，有的还会向我们



投诚。有的还会为我们当宣传员”。故而，从斗争实际来看，有时“政治攻势比

战场上的真枪实弹还强”。斗争中必须讲究策略。[18]178 徐向前一席话令学员们心

悦诚服。

1935 年 3 月，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苏区，红军大学改编为方面军干部

大队，随军长征，6 月与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。11月，红 4方面军红军大学并入

红一、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新成立的“中国工农红军大学”，[28]166 校长刘伯承。1936

年 12 月，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后，红四、红二方面军的红军大学一起编入了中国

人民抗日红军大学，开启了红军大学的新阶段，1937 年改称“中国人民抗日军

事政治大学”，即著名的“抗大”。

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中，曾出现了多所彭杨学校和红军大学，为革命培

养大量的忠诚可靠、勇于担当的革命人才。川陕苏区的彭杨学校和红军大学的历

史地位亦应被肯定。

（一）两所学校是为苏区培养了大量的军政干部人才，在长期的辗转办学历

程中，通过军事政治理论教育与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的形式，验证了军政人才培

养的成功模式，并进行持续探索和完善，虽有一定不足，但基本适应了战时体制

的需要，有力的支持了川陕苏区军事斗争和苏区建设走向深入，为是中共后来开

展军队干部教育积累了经验。

（二）随着革命发展的需要，两所学校培养的人才参加了红军川西会师，北

上陕甘后许多人才活跃于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，甚至新中国建设中。

如孙洪道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先后任“红四方面军彭杨军政干部学校通信员”、

“红军大学司号员”等，[31]参加了川陕苏区反“三路围攻”、反“六路围攻”作

战和红四方面军长征，后参加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

功勋卓越，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、二级自由独立勋章。

川陕苏区的彭杨学校和红军大学是苏区彭杨军政人才的摇篮，其长期艰苦办

学和革命斗争对今天干部教育具有重要指导意义。在今天的干部教育中，不能忘

记土地革命时期学员们艰苦学习、英勇斗争的历程，要深入思考中国革命成功的

经验，培训中要坚持党的理想，军政知识兼顾，注重实战演练，心系人民群众。

如彭杨学校学员除了学习外，“星期天还要下山帮助老百姓拔谷桩，种胡豆。”



[9]25 今天的干部教育探索在不断创新，如达州市于 2017 年 12 月 18日成立以川陕

革命根据地红色文化教育为主题的党性教育基地——巴山红军学院。巴中市于

2017 年 11 月成立大巴山干部学院。笔者也衷心希望两所干部学校要牢记历史，

缅怀先烈，汲取能量，为当代中国建设培养合格干部人才。

①参见章江心.浅析川陕苏区的彭杨学校[J].四川文物,2003(05):80-81；卢庆洪,卢秀芹.人民军

队历史上的红军大学[J].党史博采(纪实),2009(08):51-53；卢庆洪.中共历史上的七所彭杨军校

[J].党史博采(纪实),2011(02):56-59。三篇文章对川陕苏区的彭杨学校和红军大学有一定论述，

但不深入。

②参见①。

③参见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辞典》编委会编.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辞典[M].北京:军事科学

出版社,1990:519；易凤林著.革命文化制度探索.中国苏区教育研究[M].南昌:江西人民出版

社,2014:16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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